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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唯一可突破省市界限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成渝经济区为研究对象,基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

变迁视角,运用改进的响应强度指数对 2006—2016 年成渝经济区 16 地市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型城镇化响应地域差异

进行了分析,测度了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间的耦合协调性。结果表明:按照产业结构变迁维度的组合方式可将成渝

经济区 16 地市划分为一致响应型、偏 Rtl正响应型和偏 Rts正响应型三类;新型城镇化发展为产业结构变迁提供了动

态空间载体,响应强度的地域差异和产城耦合协调度均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但产城耦合协调度的高低

并不能反映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型城镇化响应强度,据此提出未来各类型响应区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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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产业结构变迁是不同产业在时空维度上持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任何给定时点,一个经济体

的最优产业结构内生决定于该时点上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裕程度,但产业升级和发展的速度不仅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

提升的速度,还取决于基础设置是否做出了相应改进[1]。城镇作为区域经济中重要的空间载体之一,通过聚集效应将产业结构演进

在区域空间上清晰地投影出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动态空间载体的城镇化必然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过程的不同阶段呈现差

异化的形式与内容[2],关于区域产业结构演进的城镇化响应研究已成为我国城市与区域相互作用理论体系的重要研究内容和组成

部分。从现有文献看,关于产业结构变迁的城镇化响应理论及实践应用的系统研究,刘艳军、李诚固当属国内最具代表性的两位

学者。他们发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区域化、区域城市化发展格局相继出现,城市与区域必然在产业结构、基础设

施等方面形成整合发展态势,区域产业有序演变与城市化之间产生了响应与反馈互动机制[3]。伴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城市化响应形态呈现出从单一城市形态向城市群体空间形态的渐进演化规律,区域空间一体化形态是响应的最高级形态,也

是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形态的理想状态和最终追求
[4]
。此外,两位学者还着重分析了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城市化响应的历

史路径、驱动因素、空间效应和发展趋势等[3,5,8]。在此基础上,国内其他学者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强度的地域类型进行

了划分,揭示了产业结构演进的城市化响应时空差异性[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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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已有研究,虽然产业结构变迁的城镇化响应文献研究逐渐增多,但在产业结构变迁和城镇化指标的衡量上,已有文献多

采用传统“非农产业产值”和“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鲜有学者通过构建产业结构动态变迁和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来对两者的响应强度进行深入分析。在计算方法上,已有计算方法相对简单,仅用两者的比值衡量响应强度,而将两者相对变

化率与其比值有机结合进行综合分析的研究缺乏。在研究结果上,大多集中于对被研究对象的定性分类描述分析,而关于两者协

调关系的深入探讨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新型城镇化建设为宏观背景,分别构建了产业结构动态变迁

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标体系,进而多角度综合分析了两者的响应强度,以期丰富产业结构变迁的城镇化响应研究文献成果。在计

算方法上,借鉴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重新构建了产业结构变迁的城镇化响应强度指数,提升响应强度衡量的科学性。从研究结果

看,在对成渝经济区 16 地市响应强度特征分析基础上,对比分析了产城耦合协调关系,依据各区域发展状况探究两者间协调变动

的深层次原因,补充完善了产业结构变迁城镇化响应的研究内容。 

本文选取西部地区唯一可突破省市界限进行资源优化配置的成渝经济区(规划范围内含重庆全域、成都、自贡、泸州、德阳、

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达州、雅安、资阳 16 地市)为研究对象,利用 2007—2017 年《四川统计

年鉴》、《重庆统计年鉴》和各市每年的统计公报获得相关分析指标的原始数据,对比分析了该区域不同地市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型

城镇化响应和产城耦合协调的地域差异性。 

2 测度指标构建与说明 

2.1 产业结构变迁指标 

一个区域产业结构动态变迁可由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两个维度组成[13]。在区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合

理化变迁通过调整各产业劳动力结构来影响该区域城镇化发展,产业结构高度化变迁则通过优化各产业结构进而改变其产出结

构来影响城镇化。在产业结构变迁指标构建上,本文基于不同产业重要性和避免绝对值计算考虑,选取泰尔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

合理化变迁;基于不同产业就业比例变化和劳动生产率提升两个发展趋势,选取不同产业就业比例关系与劳动生产率的乘积来衡

量产业结构高度化变迁。具体表达式分别为: 

 

式中,TL 为产业结构合理化;TS 为产业结构高度化;y为实际产值,l 为就业;i表示产业;n 为产业部门数;t 为时间。其中,TL

理论最优值为 0,此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产业结构相对合理,离 0 越远,产业结构越不合理;TS 值则呈现不断上升趋势,意味着产

业结构不断从低层次水平向高层次水平的优化升级。 

2.2 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由政府主导、过度依赖“土地红利”与“人

口红利”的传统城镇化发展旧路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大短板。因此,国家正式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 年)》,并补充印发了若干推进意见。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载体,更是撬动内需的最大潜

力所在。本文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内涵出发,借鉴蓝庆新等[14]、王怡睿等[15]指标设计思路,结合成渝经济区发展实际,从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经济社会效率、协调发展 5个方面选取 26项具体指标构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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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各指标进行同度量化的过程中,所有的逆指标与适度指标均进行了正向化处理。其中,逆指标采用x&apos;ij=1-xij/max(xj)

正向化,适度指标先通过 Zij=|xij-A|(A 为 xij理论最优值)转化为逆向指标,再通过 Z&apos;ij=1-Zij/max(Zj)正向化。关于适度指标

的理论最优值,IU 比和 NU 比根据国际标准取值分别为 0.5 和 1.2;而采用城乡比值法的 3项适度指标,其值越接近于 1,意味着城

乡之间二元差异已被消除,城乡呈现出一体化发展态势,因此理论最优值为 1。为了更合理分析各地市的响应差异,本文采用各指

标 2006—2016年的平均数进行赋权。各项指标权重确定后,再采用模型 NUi=∑wixi(式中 wi为各项指标权重,xi为各项指标同度量

化后的数值)计算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NUi。 

2.3 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型城镇化响应强度指数 

借鉴经济学中的弹性理论来重构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型城镇化响应强度指数,不同维度产业结构变迁的表达式分别为: 

产业结构合理化变迁的新型城镇化响应强度指数: 

 

产业结构高度化变迁的新型城镇化响应强度指数: 

 

式中,i 为地区;R 为响应强度指数; 分别为 2006—2016 年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和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均

值; 分别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导数。本文利用 SPSS22.0统计软件对两者关系进行曲线拟合,

最优拟合响应函数方程式。拟合方程的回归系数 t值和方程整体 F值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检验。 

最优拟合函数求导即可得出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响应函数: 

 

响应强度 R值介于(-∞,+∞)。当R>0 时,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正响应,产业结构变迁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正反馈作

用;R=0 时,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迁间理论上未产生相互影响;R<0 时,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变迁具有负响应,产业结构变迁

对新型城镇化具有负反馈作用。 

3 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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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成渝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综合比较 

成渝经济区 16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及各分指数的计算结果。:(1)成渝经济区 16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层级较明显。

16 地市大致可分为 3 个层级:发展最高级(成都)、发展次优级(重庆、雅安、德阳、绵阳)和发展一般级(乐山、泸州、宜宾、自

贡、眉山、广安、达州、资阳、内江、南充、遂宁)。从各分指数比较来看,16 地市各分指数发展优势各异,均衡性明显不足。如

在发展水平较高的双核地区中,成都、重庆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分指数分别列成渝经济区第一位和第二位,但两市经济社会效

率指数得分均相对较低,成都列第十一位,重庆则列成渝经济区最后一位。处于川东北地区的广安市生态发展指数列第一位,经济

社会效率指数列第三位,但经济发展和同步协调两项分指数均相对偏低,从而使其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列成渝经济区第十一位;

处于成都平原地区的资阳市仅有经济社会效率指数列第二位,其他各分指数均相对偏低,导致该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列成渝经

济区第十二位。(2)成渝经济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区域特征差异显著,呈现由双核逐次向外围递减的态势。从各区域新型城镇

化发展平均水平看,双核地区高达 2.43,远高于平原地区(0.87)、川南地区(0.79)和川东北地区(0.63),说明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

是成渝经济区各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主要依托,区位绝对优势和基础设施完善对生产要素产生的巨大“虹吸效应”使成都和

重庆双核区域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极化效应”。在人口规模上,2016年成都和重庆的常住人口容纳了整个区

域的43.5%,较 2006年上升了2.6%,人口规模呈“倒金字塔”形;在经济实力上,2016年成都和重庆两市GDP之和占整个成渝经济

区的 61.7%,比 2006 年上升了 5.8%,要素持续向双核聚集,外围吸纳力严重不足。 

3.2 成渝经济区响应强度的地域类型划分与比较 

成渝经济区 16地市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型城镇化响应强度及地域类型划分。各地市响应指数按照等间距百分位值可划分为强

响应、中度响应和弱响应 3 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具体分析为:(1)一致响应区域(Rtl和 Rts响应水平一致)。自贡、德阳和广安 3 市

归属于这一区域类型。从响应强度数值结果看,自贡和德阳的 Rtl 和 Rts 均呈现较强的双向正影响效应,两市响应类型均为“强—

强”正响应型;广安则呈现负影响效应,新型城镇化水平提高导致产业结构变迁进程缓慢,产业结构变迁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

负反馈作用,其响应类型为“弱—弱”负响应。(2)偏 Rtl正响应区域(Rtl正响应强度高于Rts响应强度)。泸州、宜宾、达州、雅安、

资阳和重庆 6市归属于这一区域类型。其中,泸州、雅安、资阳和重庆 4市 Rtl和 Rts均呈现双向的正影响效应,但新型城镇化对产

业结构合理化变迁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达州 Rtl 呈现强正响应效应,Rts 则呈现弱的负响应效应,说明达州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了产

业结构合理化变迁,而抑制了其高度化变迁;宜宾 Rtl和 Rts呈现双向负影响效应,但新型城镇化对其产业结构高度化变迁抑制作用

更大,从而使其响应强度表现为偏 Rtl响应区域。(3)偏 Rts正响应区域(Rts正响应强度高于 Rtl响应强度)。成都、绵阳、遂宁、内

江、乐山、南充和眉山 7市归属于该区域类型。在这 7市中,仅有内江市 Rtl和 Rts均呈现双向正影响效应,但新型城镇化对该市产

业结构高度化变迁促进作用更明显;其他 6 市响应强度指数 Rtl均呈现负响应,说明这 6 市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了其产业结构高度

化变迁,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变迁。 

3.3 产业结构变迁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 

产业结构与新型城镇化在要素聚集效应上相互促进,但在发展速度上又彼此制约。过度城镇化容易导致资源要素的非生产性

浪费,影响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而脱离城镇化发展的产业结构调整又违背了城乡统筹发展初衷,甚至加剧了城乡二元矛盾与冲

突。本文借鉴杨立勋和姜增明[16]的测度模型对成渝经济区 16 地市产业结构变迁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协调性进行计算分析,

其计算公式为:D=(C×T)1/2。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综合调和指数,具体计算公

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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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NUi、ISTi分别表示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和产业结构变迁指数;α 和 β 为待定参数,本文将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变迁

视为同等重要,从而将待定参数设为α=β=0.5。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的耦合协调度 D值介于[0,1]之间。D值越

趋于 1,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间的耦合协调度越好;反之,越趋于 0,表明两者之间完全不协调,新型城镇化发

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变迁处于无序发展状态。 

成渝经济区 16 地市产业结构变迁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匹配协调等级均处于中等协调及以上,但匹配协调等级因产业结构变迁

维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变迁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匹配协调呈现中度、高度和极度协调耦合 3个等级,且 16 地

市中有 3/4 处于高度协调耦合等级,极度协调耦合等级仅有重庆市,遂宁、内江和南充 3市则处于中度协调耦合;产业结构高度化

变迁与新型城镇化发展匹配协调呈现中度和高度协调耦合两个等级,除成都市处于高度协调耦合等级外,其他15地市均处于中度

协调耦合等级。由此可见,成渝经济区16地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变迁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互动作用更加明显,从而使其产城匹配协

调性高于产业结构高度化变迁。 

成渝经济区16地市产城耦合协调度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性,成都市和重庆市双核区域产城耦合协调度最高,其中重庆市偏向

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变迁的产城耦合协调度,成都市则偏向于高度化变迁的产城耦合协调度;遂宁市和南充市因其新型城镇化发展

水平最低,导致其产城耦合协调度位列排序较低。成都平原和川南区域各市产城耦合协调度受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影响较为明

显。在成都平原 7市中,除绵阳市外,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德阳、乐山、眉山和雅安 4市的产城协调性也相对较高,而遂宁

市、资阳市则因较低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而使其协调性一般;川南 4市中,宜宾市和泸州市的产城耦合协调性相对较高,自贡市

次之,内江市则相对较低。川东北 3市相对较低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指数导致其产城匹配协调性均一般。 

根据上述分析表明,成渝经济区 16地市的产城耦合协调度与成渝经济区16地市所处的地理区位及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紧密

相关,多地市受到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导致产业结构高度化变迁尚未成为新型城镇化由外延拓展向内涵完善的根本动

力。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主要是:(1)成渝经济区 16 地市新型城镇化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区域差距明显,呈现出由双核向外围层级递减的特点。制约

各地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短板差异较大,分指数发展明显失衡,如综合发展指数位列前两位的成都和重庆,其经济社会效率

指数均相对偏低,而位列后两位的遂宁和南充,则亟需通过加快经济与社会发展来提升其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2)新型城镇化发

展为产业结构变迁提供了动态空间载体,产城合理互动是其匹配协调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成渝经济区各地市产城耦合协调与新型

城镇化发展水平紧密相关,但产城耦合协调度的高低仅在成都和重庆双核地区与响应强度项匹配,其他地区则不能反映产业结构

变迁的新型城镇化响应强度。(3)成渝经济区 16 地市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型城镇化响应区域类型可分为一致响应、偏 Rtl正响应和

偏 Rts正响应 3种类型。其中,自贡、泸州、德阳、内江、雅安、资阳和重庆 7市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变迁

间具有正向相互影响,宜宾和广安 2 市呈负响应关系;成都、绵阳、遂宁、乐山、南充和眉山 6 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抑制了产业结

构合理化变迁,达州抑制了其产业结构高度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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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建议 

针对成渝经济区 16 地市产业结构变迁的新型城镇化响应强度、类型不同,应采用不同的发展重点来提高各地市新型城镇化

发展水平。一致响应型区域未来新型城镇化发展重点是加快经济发展转变方式,注重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广安还需进一步加快经

济发展速度,夯实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偏 Rtl正响应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弱,要在适当控制城镇发展规模基础上提

升发展质量,加快第二产业发展规模,提升发展效率质量,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提升,资阳和达州还需注

重产城匹配协调发展。偏 Rts正响应型区域两级分化明显,对已具备较好经济发展基础的地市(成都、自贡、绵阳、乐山、眉山),

要进一步强化其城市功能定位,为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同时要注重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加大对生态环境保护和

经济社会效率的投入改进;对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的地市(遂宁、内江、南充),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紧密围绕自身新型城

镇化发展水平,持续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断完善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配套工作,进一步提高城镇服务产业的职能作用,

使之形成产城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为最终实现新型城镇化内涵式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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